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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的民事调解制度有其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冲击

下，这项制度正日益面临着危机。因此，应当充分利用这一传统的法律资源，对其加以适度的改造，才可建立一

个适合现代中国国情的有效的民事调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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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西方学者誉为“东方一枝花”的民事调解制度，

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朵奇葩，他历经数千年历经沧

桑，至今依然焕发生机。究其缘由，是因其顽强的生

命力根植于中华民族特定的文化土壤。在当今中国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民事调解制度作为一

种温和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已经备受推崇。但是在

世界各国推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民事调解制度的生

存恰恰受到了法治的威胁。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理念

的冲击下，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民事调解制度

面临着对传统进行继承抑或变迁的艰难抉择。对以汲

取传统文化营养成分赖以生存的民事调解制度进行适

度的改造，才能使其适应已随时代变迁了的现代文化

环境，摄取法治的养分持续健康地发展。 
 

一、民事调解制度：和合文化的产物 
 
和合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一个概括，也

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源泉。“和

合”的理想，备受历代思想家们的青睐，是历代学者

们构想的一个有序、祥和、安宁的大同世界的至高境

界。“和合”，负载了太多的价值因素，其本身就是一

个内涵丰富的资源宝库，孕育了中国独特的民事调解

制度。 
(一)“和合”蕴涵了多层面的文化意义  

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和合”的诠释不尽相

同，但综合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层涵义。 

第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宇宙观。《老子》一书

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24)，意指万

事万物背阴向阳使阴阳两气相互冲击便可以达到和谐

的状态。《淮南子·天文训》指出，“阴阳和合而万物

生”[2]，《荀子·礼论》有“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

而变化起”的记载[3](321)，《荀子·天论》中亦有“万

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之说[4](267)，是指万

物的生机勃勃取决于阴阳两气当处于平衡状态。《吕氏

春秋·有始》所说的 “土地和合，生之大经也”[5](93)，

《周易·乾》阐释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6](10)，皆明确指出

了人类应当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界和谐统一，达到平

衡状态。这些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宇宙观的质朴

的表述。 
第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孔子说， “君子和而

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7](82)。这里

的“和”和“同”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和”，

指相互对立的事物间的统一状态，而“同”，则指没有

矛盾的同质事物当“和而不同”，实际上是要求人们要

正确对待多元化的世界，要允许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

事物共存，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的世界。 
第三，内心和谐的修身观。《管子·内业》中有 “彼

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8]的记载，

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内心安宁没有烦躁之时便达到了平

和的状态。《韩非子·解老》中也说，“积德而后神静，

神静而后和多，和多而后计德，计德而后能御万    
物”[9]，这是指一个人的心神平和对其日后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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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人的修身应保持内心和谐。 

第四，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处世观。《管子·牧民》

中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10](49)这里说的是君臣

之间的和睦对于国家安定的重要性。《汉书·公孙弘传》

中说的“百姓和合于下”[11]，《礼记正义·中庸》中

说的“情虽欲发，而能和合道理，可通达流行”[12]，

《论衡·宣汉第五十七》中所说的“百姓安则阴阳和，

阴阳和则万物生”[13](284)，《孟子·公孙丑下》所说的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4](87)，这些讲的是

平民百姓之间应当和睦相处，告诫人们处世要以“和

为贵”为准则。 

(二) 和合文化孕育了民事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作为中国一项特色的制度，其历史源远

流长，可以追溯到西周。西周官府设有“调人”一职，

专门负责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根据《周礼·地关

司徒》记载：“调人，掌司万民之难二谐和之。凡过而

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15]自此，民事

调解制度便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轮“永不落的太

阳”，其形成以及绵延至今的生命力主要源自于博大精

深的和合文化。 

正是受和合文化的影响，中国人铸就了一种隐忍

谦让、宽容豁达、安命不争的民族性格，正如胡适先

生所说，“东方人与西方人相比，一边是安分、安命、

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

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东方人

见人富贵，说他是‘前世修来的’；自己贫，也说是‘前

世不曾修’”[16](100)。 这种民族性格决定了中国人喜欢

采取中庸的处世哲学和折中调和的处理事情的方式。

鲁迅先生就曾坦言：“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的、

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

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

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17](6)以和谐为核心的和合

文化积淀而形成的中国人的独特的处世方式，在解决

纠纷时习惯于采取中庸的方式——调解。因而调解制

度的形成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民事调解制度的传统文化基因 
 

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表达的是一种关

于社会秩序的安排，体现的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

的趋向 [18](248)。民事调解制度表达了中华民族和合文

化追求的和谐有序的理想，与传统文化的“无讼”“息

讼”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仅透过中国历史上学术思

想最为活跃的春秋诸子百家学说，我们不难寻求到民

事调解制度所包含的这一传统文化基因。 

(一) 墨家的尚同 

墨家对诉讼持消极的态度。墨子在《墨子》一书

中提出，“天下之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

人百义”，这种各持己见的状况会导致“天下之乱也，

至如禽兽然”[19](607)。于是墨家主张自天子至百姓均应

统一是非、统一观点，即所谓的“尚同”，“一同天下

之义，是以天下治”[19](610)，当每个人连自己的思想都

没有了，就不会有纠纷发生了。所以，墨家主张“兼

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20](628)，

而不赞成诉讼之事。 

(二) 道家的无为而治 

道家亦不提倡诉讼。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21](15)。那么何谓“道”呢？尽管

老子在《道德经》开篇中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21](3)，但是“道法自然”，则指出了人

类应该像自然那样和谐有序，并且指出了人作为天地

万物中的一物，应遵循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融为

一体，达到“天人合一”。在这里，“天人合一”的思

想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秩序观，将这种思想运用到

人类社会中，便是强调人与人的和谐。而讼争则是一

种极端的解决纠纷的方式，会破坏社会的和谐有序，

这与“道”是相背的。那么，人类怎样效法“道”达

到“天人合一”呢？当然是“无为”。“无为”并不是

要求人们无所作为，而是要求人们淡泊名利、与世不

争。老子认为，不争是人生的三大法宝之一，即“我

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

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      

长”[21](37)。“无为”要求人们在面对纠纷时学会调和，

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因此，道家自然不提倡诉讼。 

(三) 儒家的礼治 

儒家则旗帜鲜明地对诉讼持否定态度。早在《周

易·讼卦》中，就有争讼有凶险之说， “讼，有孚，

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22](27)。

这一思想对儒家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孔子直言：“听

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7](77)孔子希望没有

诉讼发生。这种“无讼”的思想与儒家的“礼治”观

是息息相通的。儒家极力推崇礼治。孔子提出，“为政

先礼，礼其政之本也”[23]，因为“礼，经国家，定社

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24](27)。儒家对“礼”的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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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必然会使他们用礼来治理社会的方方面面，即使人

们之间的细小纠纷也要用礼来调整，而“礼之用，和

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7](37)。

可见，“礼”是儒家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礼”

对社会的规范作用必然会减少诉讼的发生，而“无讼”

也必然是“礼”追求的目标。同时，儒家主张重义轻

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7](47)。所以，

当人们之间发生纠纷时必然会首先选择通过调和的方

式互谅互让以做“喻于义”的君子。由此，儒家主张

中庸之道，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

矣”[7](54) 。在中庸之道的影响下，人们当然不会轻易

采取诉讼这种被认为极端的方式来解决纠纷。 

(四) 法家的以刑去刑            

法家一直主张运用法律手段来定纷止争，并没有

明确表示对“无讼”理想的向往。但是法家却主张通

过极端的严刑峻法来达到消弭纷争的目标，正如商鞅

所言，“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

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

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25](53)。可见，法家

同样认为诉讼是有害的，主张通过间接的方式达到“无

讼”的目的。这可能是因为法家认为“儒家的教化方

法太迂阔，道家的说法太恍惚，墨家的方法太神秘，

只有用重刑威吓民众才可以‘以刑去刑’”[26](207)。 

不难看出，不论是法家的“以刑去刑”，墨家的“尚

同”，还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儒家的“礼治”，所追

求的都是“无讼”的理想世界，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言，

“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个基本的立场：理想的社会一定

是人民无争的社会；争讼乃是绝对无益之事，政府的

职责以及法律的使命不是协调纠纷，而是要彻底的消

灭争端。为做到这一点，刑罚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

是教化。”[27](217)但事实上，“无讼”并不能消除纷争，

仅只是直接左右了人们处理纠纷的方式，在纠纷发生

时，人们更愿意采取调解的方式平息纷争。所以“中

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

制订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面前去。他

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

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28](487)。 

 

三、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背景下 
民事调解制度的改造 

 

(一) 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民事调解制度 

文化是随时代变迁的，作为传统“和合”文化产

物的民事调解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现代文化

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文化是以群体和非

理性为本位和核心的，而现代文化是以个人和理性及

其结合为本位和核心的”[29](286)。具体而言，现代文化

的价值观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理性至上。理性主义是现代文化最主要的

价值追求之一。理性一语涵义丰富，但在解决人们之

间的纠纷时则表现为采取更为理智的方式。具体说来，

人们不会再像传统习惯那样采取道德的、情感的非理

性解决纠纷机制，而会寻求理性的法律来解决问题，

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法律是远离激情的理性。”人

们对理性的追求尽管不排斥以道德说教为宗旨的民事

调解制度，而实际上诉讼的途径往往是最有效的解决

纠纷方式的首选。于是，现代文化的理性追求直接对

传统的民事调解制度提出了挑战。 

第二，个人本位。现代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是学者

们的共识。梅因将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演进概括为

“从身份到契约”，即一种群体向个体的转化。黑格尔

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过渡视为从“家庭”转到“市

民社会”；家庭以团体为本位，而市民社会以个人为本

位。个人本位的价值诉求在处理纠纷时表现为人不会

再为了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正当利益，人不会只为

纠纷的解决而放弃公正的追求。个人本位的价值追求

同样唤醒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人们不愿再漠视自己的

权利，不会拘泥于一味选择调解机制，可能更多地选

择诉讼这种对抗式的解决纠纷机制。可见，现代文化

的个人本位使得生存在非对抗性文化土壤上的民事调

解制度面临着巨大冲击；但是，个人本位在私法领域

又体现为“意思自治”的以人为本思想，即要求尊重

当事人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这一点又为

民事调解制度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提供了某种契机。 

(二) 后现代文化的价值理念与民事调解制度 

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

的到来，后现代文化便应运而生。后现代文化是后现

代主义在文化领域里的体现。后现代文化的价值观是

对现代文化价值观的公开宣战，具体表现在： 

第一，反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对现代

主义否定和超越的思潮，首当其冲地把矛头指向现代

文化的“理性主义”追求。这种反理性主义在解决纠

纷机制的选择上便表现为反对诉诸于理性的法律来解

决问题。后现代主义对非理性主义的鼓吹必然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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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复兴，这便使得温和的、

富有人情味的调解制度再次成为人们处理纠纷机时的

首选方式。在后现代文化中，民事调解制度似乎有“勃

兴”的机会。 

第二，反中心主义。首先，反中心主义体现在反

对一元决定论。后现代主义认为世界是多元化的，倡

导多元主义，这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便体现为提倡多元

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反对诉讼主义的一元解决方式。

西方国家近年来 ADR 运动的兴起便是后现代文化在

法律领域的体现。其次，反中心主义还体现在反对人

类中心主义。古代人们以自然为中心，现代人们以人

类为中心，而后现代主义反对无限膨胀的人类中心主

义，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和

合文化理念的复苏。最后，反中心主义就是反对自我

中心主义，即反对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以己为中心，

提倡采用相互交流的“对话”机制，这在处理纠纷的

问题上，更倾向于采取非对抗性的“谈判”方式解决

纠纷机制。 

很显然，传统文化以道德义务为本位，现代文化

以个人权利为本位，这使得流淌着传统文化血液的民

事调解制度在现代社会陷入困境，被西方法学家们誉

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似乎已成了明日黄花[30]；

而具有“复古主义”倾向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涌现再

次使民事调解制度处于某种张力之中。民事调解制度

将何去何从呢？是全面继承传统文化保持原貌呢？还

是全盘吸收现代文化彻底革命呢？抑或对传统文化和

现代文化兼收并蓄进行局部改良呢？ 

实际上，传统文化铸就的中国人谦让不争的性格

依然是一个不争的社会存在，传统的民事调解制度更

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更能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但是传统民事调解制度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以道德

教化为手段，最终不可避免地会沦为人治的工具，这

与现代法治社会强调的保护人权的观念是格格不入

的。现代文化注重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但是在一个

人口众多又有着特定民族心态的国度，如果事无巨细，

事事都依靠诉讼，高昂的诉讼成本必然会导致新的社

会关系的紧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民事

纠纷的大量增加，民事诉讼的程序烦琐、耗时、费力

等先天不足的缺陷就逐渐暴露出来。面对突如其来的

“诉讼爆炸”，法院必然显得应接不暇，难以招架，这

便又加剧了诉讼过程的拖延，逐渐形成恶性循环。这

些，显然与当事人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所追求的最大效

率的愿望相悖，也很难适应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

既要解决纠纷又要促进社会和谐，而且又符合法治理

念的处理纠纷方式，当然还当首推调解制度，但却不

应是传统的调解制度，而是在兼收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化精华的基础上强化了诉讼中的调解改良机制的民事

调解制度。传统的民事调解制度必须进行自我改造。

笔者认为，民事调解制度在改造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下

几个原则： 

第一，意思自治原则。调解必须建立在双方当事

人合意的基础上。这不仅表现在双方当事人在选择调

解来解决纠纷上达成一致，还表现在调解协议内容亦

是当事人完全一致的意思表示。法院不能强行要求当

事人选择调解的方式定纷止争，也不能在调解内容中

渗入法官的个人意志。这一点，是“以人为本”的民

本思想的体现。 

第二，调审分离原则。法院应分设调解庭和审判庭，

当事人可以在不愿意调解或调解不成时自主选择进入

审判程序。这种调审分流的模式，主要是为了防止法

官以判压调进行变相的强制调解；也是为了保障当事

人的意思自治不受审判权的干涉。         

第三，依法调解原则。这里的“依法”不仅要求调

解程序依法，而且要求调解手段依法；既不能像传统

调解制度那样采取道德说教的泛道德化方式，也不能

一味地要求一方忍让去换取息事宁人的结局，而应当

秉从法的原则和理念予以实质性的调解。 

第四，讲究效率原则。民事调解制度备受现代社会

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节省时间和成本，易于执行，

权利及时兑现。所以在调解过程中一旦发现当事人不

愿再调解或调解协议很难达成时，可终止调解程序，

告知当事人可以进入审判程序；或者在调解协议发生

效力后应当立即执行，确保当事人权利及时实现。这

些，都有利于社会关系尽快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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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comprehension of China’s traditional civil mediation system 
 

GAO Wensheng 
 

(Wuhan technical University periodical society, Wuhan 430063, China) 
 
Abstract: Carefully examines from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gle of view, China’s civil mediation system is rich in 
national culture, however from the modern culture and the latter modern culture angle, it is not actually difficult to 
discover that this system is facing the crisis. Therefore,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is traditional legal resources, 
perform the moderate improvement to it.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establish effective civil mediation system to suit 
the modern China national conditions.  
Key word: Civil mediation system; with gathers the culture; Modern culture; Latter moder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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